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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早期探索
——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机械化研究∗

陈彦君

[摘　要]农业机械化是新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新中国这一时期的农业机械化

历程，主要表现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构建了农机技术应用推广的社会环境，通过“土洋结合”的技术路径塑造

了广大农民群众现代化的主体地位，为这一时期农业机械化甚至更广泛领域的现代化技术变革找到了行动

主体与根本力量。对国家来说，农业机械化是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对乡村社会来说，农

业机械化是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手段。由此，国家与社会之间呈现出“强国家—强社会”

的同构关系，在这样的视角下，社会主义现代化鲜明的主体性才可能得到充分体现和深入诠释，人们才得以

更加全面客观地总结新中国农业现代化早期探索的路径及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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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机械化是指农业生产操作动力由人

畜力转向机械的过程，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部

分，包括农业多种经营业态的生产环节机械

化、农产品运输和加工机械化、农业基础设施

机械化电气化等具体内容，直接目的是改革传

统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轻劳

动强度，实现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其产生直

接经济效益奠定了农业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

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机技术的特性直

接关联工、农两个产业领域，因此在农业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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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中明显可见国家政策与基层社会之间

的双向作用，尤其在城乡、工农业协调发展等

方面更呈现出一种资源配置的“对立”状态。

例如，在评价新中国农业机械化政策得失利

弊时，有观点认为这是国家为推进社会主义

工业化而牺牲乡村的政策选择，由此造成了

国家资源浪费和农民疾苦困境，是“冒进”的

体现、失败的尝试。在总结新中国第一个五

年计划经济成就时，就有学者将这种成功视

为中国 5亿农民承受的代价，并指出城市的工

业化主要是建立在剥夺农村基础上的，认为

城市工业化与农业生产、农村发展之间存在

对立。①

回顾历史，新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

程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

革。1955 年，毛泽东就指出农业现代化必须

把农业的社会改革同技术改革结合起来，提

出机械化与合作化协同演进的战略思路。

1959 年，在我国农村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以

后，毛泽东作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

化”的科学论断，将人民公社化与机械化结

合于巩固工农联盟的目标。1962 年，党的八

届十中全会指出，要在农业集体化基础上实

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1966 年，毛泽东重

申用 25 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

标，并指出农业机械化应与“备战、备荒、为

人民”联系起来，以充分调动地方自力更生

发展机械化的积极性。1971 年召开的全国

农业机械化会议，再次强调 1980 年基本上实

现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目标，加快了农业机械

化向前发展的步伐，1971 年至 1974 年，我国

农业机械化水平迅速提高，为农业提供的排

灌机械、化肥和拖拉机等机具设备超过过去

15 年的总和。农业机械化政策的实施，有力

推动了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深入开展。

各地机器拖拉机站和农机教学科研机构的

迅速建立，让机械化政策得到大范围推广。

农业机械化高潮的掀起对基层乡村社会和

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

从而推进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历史进程。

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历史

进程中，明显可见国家与社会“同构”、城市

与乡村“统筹”在现代技术变革中的重要作

用。新中国农业机械化是社会主义改造的

重要环节，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内容，其践

行主体与发展路径具有自身特色，区别于以

国家工业化为技术基础、以城市工业援助为

主要方式、以国营拖拉机站为推行主体的苏

联农业现代化模式。基于新中国社会主义

根基未稳、工业基础薄弱的客观现实，20 世

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农业机械化走的是“从

小到大、由土到洋、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

从半机械化到机械化的发展路径，且始终坚

定贯彻群众路线。

农业机械化既是落实于农业方面的生

产技术变革，亦是广大农民群众及一切生态

条件、政治资源的协调组织过程，更进一步

说，农业机械化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动

员和组织变革运动，充分体现出国家与社会

尤其是基层乡村社会在共同发展中的张力

和互动。

    ①参见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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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现代化路径早期探索：

机械化与合作化协同演进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农业机械化之

所以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和乡村社会变

革作用，是因为其与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

密切相关。农业合作化运动通过变革生产关

系，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创造了农业机械化技

术应用推广的实践基础、制度环境及组织保

障。无论是农业合作化的社会变革，还是农

业机械化的技术变革，都凸显了这一时期国

家宏观建设与基层乡村社会实际生产需求之

间的高度契合。

（一）路径探索：机械化与合作化同步发

展、相互促进

农业机械化与合作化孰先孰后的问题，体

现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战略布局。历经多次讨论，我们党结合地方具

体实际，最终形成机械化与合作化同步发展、

相互促进的辩证思路。毛泽东认为，农民合作

社是逐渐发展的，从合作化到集体化要经过若

干发展阶段，所以在合作化与机械化的先后次

序上，不应是“先……后……”的简单绝对的思

维模式，而要认识到若干发展阶段的现状与历

程，认识到群众的自发性、自愿性和创造性。并

且，在西方向资本主义工业化过渡阶段中，协作

与分工而形成了新的生产力，因此才能从一个

没有蒸汽机的工场手工业阶段进入工业化阶

段。既然如此，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

也可以通过改变生产关系而获得新的生产力，

以此来推动新中国现代化农业的发展。[1](p.190)根

据毛泽东的倡议，1951年 9月 20日，第一次全

国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同年 12月《中共

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颁

布，认为“农民劳动群众的互助组织以及在互

助运动基础上合作发展起来的现在各种形式

的农业合作社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2](p.40)并提

出“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

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

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

示范”。[2](p.44)由此，新中国开始了全面的农业合

作化运动。

1955 年前后，党内围绕合作化运动发展

速度及其规划的一般设想是：完全社会主义

性质的集体农庄须以高度的技术发展和机

械化的农业生产工具为根本前提，而这是一

个还须规划的未来发展问题。第一个五年

计划宣布的合作化目标比较慎重，即到 1957
年底，将现有 60 万个合作社发展到 100 万

个，包括全国三分之一农户。这一发展规划

很明确，即逐步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取决于以农

业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农业技术高度

发展。

在结合基层乡村社会实际发展需求的基

础上，毛泽东于 1955年 7月底发表了题为《关

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提出到 1958年春

全国至少要有一半农户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

合作社的发展目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明

确表述了机械化与合作化协同演进的发展思

路：“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

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

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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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

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

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

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3](p.432)在“合作

化可以先行”的指导思想下，从新中国成立初

期至 1957年，农村广泛开展互助合作，逐步完

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改革生产关系

为开端，在基层乡村中寻找社会变革的主体

及技术变革的动力，这既是对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的辩证思考，更开启了独具新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二）实践需求：组织与技术相结合

“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农业的根本出路

在于机械化”，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改革思路。组

织与技术相结合，既借鉴了苏联模式的发展经

验，又紧密结合于新中国的具体实际。农业合

作化符合绝大多数农民的生产需求，是广大农

民群众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抵御灾荒的唯一

出路，同时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发展所需的生

产基础、社会条件和践行主体。

合作化之前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并不具

备孕育机械化的动力和条件，因为掌控土地

资源的地主和富农阶级将土地视为地租等收

入来源，旨在扩大土地面积增加收入，不会考

虑投入技术设备以提高产量等相关问题。同

时，普通农民也极少进行农具创制和研发，

“虽然农具很简单，但制造也还需要一定的技

术，学会这种技术需要花一定的时间。而且，

在制造工具前还必须收集各种材料，有一个

工场。这对一般农民来讲是难以做到的，他

没有时间也没有必需的知识，所以他宁可买

现成的工具”。 [4](p.22)因此，传统农业生产中使

用的农具不仅简易粗糙，而且难以更新换代。

在合作化运动兴起时，最初参与的是贫下中

农阶层，因为他们极缺生产工具、牲畜和劳

力，在土地改革分到田地后，唯有选择组织起

来才能解决生存难题，面对劳力不足、工具短

缺、富裕中农排挤的困难局面，贫下中农只能

充分发挥自身创造性，从改良农具入手，寻求

发展新兴生产力。可见，这条由合作化走向

机械化的演进路径是现实生产的必然选择，

也是农民在组织起来后会自发推进农业机械

化的客观原因。

在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到高级农

业生产合作社，直至集体化人民公社的历史发

展进程中，生产资料的集中和集体劳动的力量

使广大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并积

累了向农业机械化进军的生产基础和社会条

件。“大规模的集体经营会促使技术知识更快

地普及并能够采用新的农业技术，尤其是那些

不适宜于小农户生产且个体农民也缺乏采用

它们的手段和兴趣的农业技术。”[5](p.205)1956年，

为适应合作社规模化生产要求，党和政府推广

以双轮双铧犁、双轮播种机和密植为主的农业

新技术，加快了农业机械化发展进程。20世纪

50年代末群众性农具改良运动，标志着以农民

群众为主体、以半机械化为开端的农机技术在

全国范围推广，这是新中国农业现代化重要举

措，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显著成果之一。

在 1957 年 9 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的会议

总结中，邓小平指出：“农业必须逐步机械化。

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部门现在即应该成立专门

机构，研究设计适合我国各地具体条件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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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首先是动力机械、运输机械、提水机械，

也要直接用于耕作的机械），尽早地陆续地投

入生产。但是，国家的投资总是有限度的，不

可能指望国家投资解决一切问题。而且国家

投资主要应该放在那些比较经济的和带关键

性的地方。所以，发展农业的基本建设和各种

措施，必须主要依靠合作社本身的积累和本身

的人力。”[2](p.755)可见，机械化的实现，主要依赖

于各地合作社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而这些

人力物力资源正是合作化运动以来积累的成

果。从实现条件来看，农业机械化与合作化的

协同演进显示出客观必然性。

1959 年 4 月 29 日，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

题，毛泽东写了一篇给省、地、县、社、生产队、

生产小队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提到：“农业

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

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

决。……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

件事，必须包括在内。”[6](p.34)同年9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机械部成立。10月，中央批转了农

业机械部第一次报告，指出：“关于1960年农业

机械（包括农林牧副渔）的生产和基建计划以

及今后的长远规划，应该根据从1958年起十年

至十五年的时间实现农业现代化，即实现农业

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的总任务和四

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和十年以内大解决的机

械化的步骤来拟定，要尽可能快地促进农业技

术的改造，不断提高农业各方面的劳动生产

率，促进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7](p.247)1962年 9
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

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

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明确指出：“在完

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党在农业问题

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

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

化和电气化。”[7](p.408)这标志着新中国农业机械

化在合作化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

来，凸显了社会变革与技术革新在现代化践行

中的辩证关系。

综上可知，只有在合作化生产组织方式基

础上推行农业机械化，方可破除广大农民群众

尤其是贫下中农使用新技术的局限和壁垒，从

而实现农业机械技术大众化和农业农村现代

化。源于基层的生产需求和技术革新有力推

动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这个

层面上，农业机械化兼具基层社会组织动员作

用和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使命，这一农

业现代化变革历程中充分体现了国家与社会

的互促与同构。

二、“土洋结合”：农业现代化

技术应用推广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没有条件生产数量

充足、型号齐全的农业机器供各地使用，只能

发动地方社队力量，因地制宜改制传统农具和

半机械化机具。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

学教科书》时批注道：“我们现在还不一般地提

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

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

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

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

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

起中小的。提出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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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偏向才被克服。”①1959年1月，《全国农村工

作部长会议的报告》针对如何使劳动生产率提

高一倍的问题，明确提出“继续大搞工具改革”

的办法，因为“今年国家工业支援难以增加，必

须依靠群众，土法为主”。[8](p.138)这既是对国家

当下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清醒认识，也是对集体

化时期群众所展现出来巨大力量的充分肯定。

直至 1971年，仍可以通过《国务院关于加速实

现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报告》看到党中央强调

“土洋结合”的发展路径，这份报告提出：“要批

判贪大求洋的错误思想，要坚持土洋并举，机

械化、半机械化并举的方针。只搞大的、洋的，

不搞中小的、土的；只搞机械化，不搞半机械

化，不利于动员群众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机械

化。”[8](p.905)可见，“土洋结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推行农业机械化的必然选择，是这段现代化历

程的显著特征。

（一）实践开端：依靠农业合作社进行“土

农具”机械化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步的农具技术改革，

依据动力、形态和功能等标准，大概可分为机

械化、半机械化与改良农具三种类型。机械化

包括农用的动力机器和机引农具，半机械化即

新式畜力农具，而改良农具则是旧式农具的初

步改良。195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农业机械

化问题的意见》明确指出，“不要单纯等待农业

机器，而放松了新式畜力农具和改良农具的推

广”，[8](p.18)强调改良农具在 20世纪 50年代的重

要地位和“从土到洋、土洋结合”的路径探索。

在机引农具、新式畜力农具和改良农具三种类

型中，无疑改良农具的成本和“门槛”是最低

的，即最容易生产制造，最容易被广大农民群

众接受，也最容易进行大范围的推广普及。

于是，改良农具应以地方生产需求和工业条

件为根本导向，因地制宜进行改良和创制，

“中央有关部门在技术和经验交流方面予以

帮助。对于地方工业基础较差的地方，在协

作区内省间调剂，仍然不能解决的，中央有关

部门应当组织调剂”。 [8](p.18)这样，既奠定了农

业机械化以地方自力更生为主的发展基调，

更在工业资源匮乏时期内最大程度保障了各

地农机资源相对均衡，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

和共同进步。

地方自力更生推广农业机械化，实际上意

味着依靠农业合作社组织，依靠广大农民群众

的力量。1958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机械化问

题的意见》指出，只有农业合作社才能使农业

机械化事业办得更多、更快、更好和更省。半

机械化（新式畜力农具）和改良农具（旧式农

具）是农业合作社自买自用，一般的机械化（机

引农具和动力机器），如脱粒机、碾米机、切片

机、打草机、喷雾器等和小型拖拉机也应当由

农业合作社自买自用。“大型拖拉机，农业合作

社一般需要。中型拖拉机，一部分是农业合作

社所需要的，可以根据农业合作社的财力，分

别采取社有社营、国有社营、联社经营和国社

合营等不同形式。”[8](p.18)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的

农机推广和经营管理方式，既贯彻了自力更生

原则，又通过农业合作社自主购买和经营农机

方式增强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因素，强化了土

    ①参见邓力群整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上）（国史研究学习资料·清样本），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
会，1998年，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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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连片种植、生产工具共用、集体劳动出工的

合作化生产方式。各式农机具的应用和推广，

主要是由地方制造的原始朴实形态各异的“土

农具”，不仅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更为社队壮

大集体经济实力、深化合作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这与苏联主要依靠国

营拖拉机站进行自上而下的机械化推广模式

明显有别。“土洋结合”的发展方式使农业合作

社成为生产、购买、经营农机的基本单位，并以

此深化了农业合作化与机械化的协同演进与

相互作用，这是新中国在农业现代化领域的创

新性探索。

（二）历史必然：客观认识农业现代化的动

力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现代化历程，存在

两种农业技术变革的推广路径：一是国家和

政府通过科学技术试验后，将科学知识与技

术成果在广大乡村社会中推广普及；二是由

当地富有经验的“老农”或技术能手在劳动实

践中将传统农业技术逐步改良，以实现适应

现代化生产需求的技术发展。这两种方式并

不相互排斥且同等重要，应相互推进，保持共

生乃至融合互促状态，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

农业现代化。因此，“土洋结合”的农业技术

发展路径成为当时最适宜的选择。

“土洋”必须且能够结合，具体表现为三

方面：第一，地方农业生产既需要工厂统一

生产的现代化农机，也离不开代代传承的传

统农机具，一般来说，现代化农业机械如拖

拉机等都要以土地规模化、作业标准化为实

操前提，但在具体、多元的地方实践中远未

能做到条件划一，很多种植环节中的细节问

题只能或暂时依赖于各式传统农机具，因

此，“土洋结合”是基于客观实际的现实考

量。第二，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离不开农民

个体基于感官经验建立的劳动技能，这些富

有个人特色的地方性知识难以被量化和标

准化，因此，选择“土洋结合”，才能充分尊重

并发挥直接应用技术的劳动者个人的主体

性和能动性。第三，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离

不开地方具体的生态知识，包括当地的生态

环境、劳动者的技术技能、价值追求等，“土

洋结合”不仅是理论与实践在更深层面的结

合，更体现了技术在人类社会中作为一种文

化价值的延续与发扬。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多元不一的地方特色

生态环境，党和政府坚持的是科学知识与地方

知识不断互动与调整基础上的农业技术变革

路径。在国家农技部门研发和推广下，耕种设

施的改善、农资产品的升级换代、农业机械化

水平的提高都给地方乡村社会的生产劳动提

供了良好的技术资源和社会环境。同时，对当

地农民代代相传的传统种植经验给予同等重

视，如对土质、气候这些自然因素的经验积累

等。在种植符合当地自然环境和食用价值的

作物并取得增产增收后，就充分展现了现代科

学技术与地方传统知识能够结合并互促的辩

证作用，验证了“土洋结合”农业技术变革路径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长远规划来看，由于

农业机械化与地方“五小”工业的密切联系，农

业合作社实现机械化的“土洋结合”进而发展

为农村社办工业的发展路径。同理可推，这既

是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社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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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组织、快速节省、协调发展地步入社会主

义工业化的主要方式。1958 年《关于人民公

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办工业要

充分注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生产技术

方面，应当实行手工业和机器工业相结合、土

法生产和洋法生产相结合的原则”，其中，“机

器工业也必须充分利用土钢铁、土机床和其

他各种土原料、土设备、土办法，逐步由土到

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8](p.118)可见，独具特

色的“土洋结合”的技术推广方式在新中国农

业农村现代化历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综上所述，“土洋结合”强调的是因地制

宜、自力更生，依靠的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生

产经验。虽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

及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考量，有研究者会认

为“土洋结合”是在资本与技术双重匮乏的

前提下不得已的劳力替代方式，但更应结合

当时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去深入分析“土洋

结合”所代表的“群众科学”。由此，我们才

能客观认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动力来源，重新审视源于基层

的变革之力。

三、自立自主：农业现代化主体形塑

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经过扫盲运动的开

展、新式农具的改良和农机技术的培训，农民

群众已成长为新中国农业现代化运动的绝对

主体。“广大工人和农村中的能工巧匠创制的

插秧机、割禾器、脱粒机、点播耧等农机具，正

在推广。一支亦工亦农的技术队伍在茁壮成

长。”[8](p.903)农机能手的学习成长、技术队伍的逐

步扩大，与“从小到大、从土到洋、土洋结合”发

展方式统一于新中国农业机械化进程。

（一）地位确立：农民成为农业现代化的

主体

新中国农业机械化道路具有最高最广的

群众参与度，其内含的农民教育和组织动

员，使现代技术与农民之间产生了独特效应。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工厂中的生

产方式分解了劳动过程与技术创新的统合，

降低了对工人技能的需求，使工人成为机器

工业生产线上被“去技能”的简易劳力。在农

业生产领域中，农民亦面临来自现代技术的

挑战。过去，农民拥有的“技术”是丰富的种

植实践经验，但随着农业技术日益现代化，传

统实践经验因效率、效果等种种问题渐被取

代，普通农民由此遭到普遍的“去技能化”

（Deskilling）困境。如在农药和杀虫剂方便选

购的时代，以往拥有传统防治虫害技术的农

民被“去技能化”，依赖于农药和杀虫剂等；现

代育种技术的普及，使人们可在市场上自由

购买改良种子，掌握传统育种技术的农民因

此也被“去技能化”；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大量

农机具得以生产并投入市场，普通劳动力更

因此在不同程度上被“去技能化”；等等。传

统技术被现代技术取代是必然趋势，农民被

“去技能化”的现象亦是普遍存在的，农民因

此成为可替代性极强的廉价劳动力，抵御市

场风险的能力日渐衰弱。[9](p.35)

新中国农业机械化却呈现不一样的发展

景象，农机技术党的出现不仅没有导致农民被

“去技能化”，反而产生了“赋能”作用，关键就

在于“土洋结合”的特殊方式。正是“土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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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低成本的特征，使农民与工人之间不存

在身份门槛和技术壁垒，社队集体中的技术

工人、农机能手，都由普通社员群众成长起

来。技术知识的学习机会均等，技术发明应

用普及化，在集体劳动中并没有明显的等级

之差、待遇之别。以“土”机具为开端的技术

变革并没有完全摈弃农民已有的传统生产

技能，而是以技术变革推动下进一步发扬和

提升农民丰富的实践经验。综上所述，“土

洋结合”确立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新中国农业

机械化道路，需求由群众提出、农机具由群

众发明、农机能手从群众中产生，技术在对

生产力“赋能”基础上，塑造了农民的主体意

识，展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技术内含的

政治面向和社会作用。

结合时代背景，以广大农民群众为主体、

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组织起来的农业机械化，与

前文所述“与合作化协同演进”的农业现代化

路径高度融合。因此，新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内

核还包括技术改进、应用和推广过程中的阶级

关系改造，即属于“群众科学”的重要部分。群

众科学反对“技术中立论”，强调的是技术所体

现的阶级政治属性，并主张科学技术本身应为

社会变革的一部分。[10]由此可见，作为农业机

械化技术变革主体的广大农民群众，亦为这场

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变革的根本主体。

（二）路径生成：自力更生与自主现代化道路

基于科学技术非政治中立的立场，技术变

革的现代化目标必然不能与社会变革使命和

意识形态特征相分离。现代化的必要性无人

存疑，然而，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怎样

掌握现代化技术和由谁主导现代化进程这一

问题则更为重要。1956年，毛泽东就警告切忌

照抄和机械搬运外国的东西，强调不能过分依

赖苏联的技术，这不仅仅是因为苏联提供的许

多技术都不适用于新中国的生产实际，尤其不

适用于中国农村状况，还因为毛泽东担心中国

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隐含政治上的依赖，因

此，要倡导“自力更生”这一根本原则，努力形

成有助于发挥群众创造性、积极性的生产氛围

和制度环境，探索出一条具有新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路径。以 1958年群众性农具改

良运动为标志，到地方社队工业扩大了合作化

组织生产的深度和广度，由基层群众直接掌握

现代技术即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方式和显著特

点。农民在日常生产工作中掌握现代技术，在

实践中提高技术，边干边学边发展，乡村社会

中没有技术特权阶层和“专家”，只有“又红又

专”的能工巧匠。新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不依

赖其他国家，普通群众在现代化道路上不依赖

“精英”阶层，由此，农业机械化这一具体的技

术领域生动展现了新中国探索自主现代化路

径的决心和努力。

以新中国农业机械化为研究起点，推及中

国式农业现代化发展历程，从整体战略布局到

落实现代化的基层和群众个体，都应给予全面

且辩证的考量。广大农民群众从传统农业生

产技术的“传承者”转变为现代农业技术的“开

创者”，这一身份地位的转变绝不仅是土地改

革后经济上实现了“翻身做主”，而且是底层劳

动者社会地位提升的具体表现。广大农民群

众“翻身做主”，有赖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的

农业合作化运动，正是在合作化发展到集体化

进程中，农民群众一步步实现了现代化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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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和成长。农业技术作为国家现代化进程

中的重要内容，对农村社会的变革也产生关键

作用。“农业机械化”对于祖辈继承传统生产经

验的农民而言原本是陌生概念，推广农业现代

化的“国家”对他们来说也原是抽象而遥远的

认识，但到了集体化时期，农业机械化使农民

体验到现代化的技术红利，农民在参与社会变

革、技术革新的同时感知到国家的存在，“农业

现代化”“国家”等概念在基层乡村社会得以具

象化地全面铺展开来。

笔者不认同“国家—社会”对立的二元视

角，要尽量避免只能看到国家、社会之间力量

此消彼长或发展空间互斥状态的视野偏颇。

事实上，在新中国长时段的历史视域下，国家

与社会之间呈现出一种同构关系，即国家力

量与人民群众、基层社会活力之间是相互促

进的。 [11]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机械化历

程的研究，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

建设，与基层乡村社会的生产发展需求相辅

相成、目标契合。因此，农业机械化不仅是国

家现代化的发展政策，更是广大农民群众的

自主选择。农民群众不是国家新技术、新机

器的被动使用者，而是技术的主动创制者和

推广者，农民的劳动能力和生产积极性未受

削弱或压抑，农民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奠定

了自身的主体地位。从具体历史时期出发，

用“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来看待新中国

农业机械化并不恰当，因为并没有出现二者

的“强弱对立”，而是客观呈现出集体化时期

“强国家—强社会”的同构关系。在这样的视

角下，社会主义现代化鲜明的主体性才可能

得到充分体现和深入诠释，人们才得以更加

全面客观地总结新中国农业现代化早期探索

路径及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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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s Leadership in Establishing the Legal System in New China：：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PC members, mainly 
represented by Comrade Mao Ze-dong,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s of people’s sovereignty, party leadership a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established a socialist legal system, and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ystem and governance mod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in 
New China was carried ou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jurisprudence, upheld the rule of la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promulg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areas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civil marriage, economic reform, and criminal penalties, and constructed a 
new legislative system and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judicial system. The legal system of New China is distinctly socialist in nature, as it adheres 
to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the people and innovates a multi-functional judicial mechanism that unifies trial with mediation and punishment with 
rehabilitation, so as to ensure the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law formul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supervis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of law rul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draw on Mao 
Ze-dong’s legal thought and the wisdom and strategies of his practice. (Chen Ping)
The Early Explor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New China: A Study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New China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The course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this period of New China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followed: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constructed a 
social environment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echnology and shaped the masses of farmers as mainstay in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 technological path of “combining the domestic and the foreign”, which found the main actor and fundamental force for 
th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nd even the modernize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a wider range of fields in this period. For the country,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s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drive in new China; for the rural society,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means to transfor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realiz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onsequently,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emerges, namely “a powerful state with a powerful society”.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distinctive subjectivity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an be fully valued and deeply interpreted, and people can comprehensively and objectively summarize the path and 
benefits of the early explora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New China. (Chen Yan-jun)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and Image Reconstruction of Old-Society Artist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New China：：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from 
old-society artists to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ers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to observe the shaping of social fashion in new China.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 the CPC carried out a comprehensive remolding of the artists and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 in the old society. Through a series of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a large number of old-society artists gaine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own shortcomings,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PC and their love for socialism, and carried out self-transformation with a shift from passivity to initiativeness and from 
reluctance to self-consciousness. As a result, the whole society formed a social acknowledgement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ers”, while the latter 
were liberated from the formerly despised identity of “clown” and realized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and image reconstruction through becoming a part 
of the working people who cooperatively built the new society. Sorting out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and image reconstruction of old-society artists 
in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can provide historical references for upholding the people’s stand on the arts in the new era and building a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Liang Jia-gui)
The Embodimen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elf-confidence in Chinese culture is rooted in 
the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es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le the two are mutually reinforcing each other. The ideas of “treating both symptoms and root 
causes, but treating the latter as the focus”, “different methods should be adaptable”, and “prevention first and moderate tonic”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rry the dialectical philosophy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concepts of “unity of form and spirit”,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and “unity of man and society” embody the values of harmony in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hinese spirit with 

“benevolence” as its core demonstrates the moral sentiment of love in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completely activating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mbodi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of positive value for firming up cultural confidence, stimulating cultural awareness, advancing 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building 
a socialist cultural power. (Lu Shu-cheng, Li Xiao-fan)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

--108


